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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史学研究尤需注重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运用。但

史料不是直接的历史证据,更不等于历史本身。历史研究要实事求是,就是回到学

术本身,以更加充分可靠的材料厘清历史事实,还原历史真相,阐明古今之变的规

律。因此,如何正确对待和运用史料,便成为史学研究不得不回答的一个基础性问

题,并且这个回答不断因应着史学研究的实际进程。这里,我们邀请何建明、李剑

鸣、晏绍祥三位学者就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学术主持:马 征(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室编辑) 

 

对谈嘉宾:何建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李剑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晏绍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考辨史料真伪和价值是治史之基 

 

考辨和解读史料是史家的看家本领之一。中国传统学术把考据置于治学轨则的首

位,欧美史家总结出“内部考证”和“外部考证”的方法,都是力图把史学研究建

立在辨别史料的基础上。    

 



马征:历史研究要求“言必有据、无征不信”,研究者应当如何辨别史料的真伪和

价值? 

 

何建明: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创新,而学术的创新无不因为有新理论、新方法

和新史料,三者至少必备其一。近百年中国学术的进步,正是由于近代以来各种新

理论、新方法的引入,以及各种地上的和地下的、外国的和不同文字的新史料不

断被发现。尤其是殷墟甲骨文、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敦煌千佛洞遗书、

明清内阁大库书籍档案、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及秦汉简帛等新文献(字)的发现

和整理,更是直接带来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巨大改变,以至于历史学家傅斯年说:

“史料的发现,足以促成史学之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他甚至

认为“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本是史料学”、“史学只是史料学”。我们虽

然不能完全同意傅斯年所提出的“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观点,但我们仍然不能否

定史料学在近百年不断出现大量新史料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可以说,近

百年的中国历史学家无不首先运用史料学来处理和分析史料,以此作为其开展历

史研究的重要基础。 

 

李剑鸣:现代史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史料概念的扩展。第一代专业史家重视前人

留下的文字记录。他们相信,运用这种史料就等于让“亲临其境者”说话,就可以

揭示过去事件的真相。20 世纪初以来,史学吸收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逐渐拓

展研究领域,史料的外延也随之逐步扩大;那些以前不被视为史料的材料,越来越

受到史家的青睐。近期社会史和文化史不断取得新进展,史料的概念也进一步发

展,各种文字的、实物的、声像的材料都进入了史家的视野。可以说,在一个敏感

的当今史家眼里,任何保留过去信息的材料,不论载体和介质如何,都有可能成为

史料。当然,史料概念的变化并不是一个孤立自足的过程,而是与史观、题材、领

域、方法等方面的变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马征:无论史料的概念如何发展变化,考辨史料都是为了使史学研究具备客观真

实的基础。 



 

何建明:“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十分材料说十分话,没有材料不说话。”这是历史

研究者经常讲的。这里的材料也称史料。通常讲的史料,是指历史上遗留下来的

人们对历史事件(或事实)的记录,这种记录本身并不能直接构成历史证据,它们

会因为记录者本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等因素,而与实际的历史事件存在程度不

同的差距,有的甚至是与实际事件完全相反的信息。也就是说,有些史料反映的是

历史的真相,有些反映的则是历史的假象。因此,历史研究者在使用史料时,第一

要注意的事,是某种史料给我们多少知识,这知识有多少可信,进而确定某一史料

的价值,我们不能先入为主地把我们的主观价值随便放进去。这就要求对史料的

真伪做出科学的鉴别。史学研究者应当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对史料进行判断、整

理和运用,使之成为探究历史真相的确凿证据。 

 

李剑鸣:考辨和解读史料是史家的看家本领之一。中国传统学术把考据置于治学

轨则的首位,欧美史家总结出“内部考证”和“外部考证”的方法,都是力图把史

学研究建立在辨别史料的基础上。不过,这些考辨史料的方法,大体是针对文字材

料而形成的。当今史料的类型和形式高度多样化,因而考辨史料的方法和技艺也

随之变得复杂和多样,除了传统的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年代学、语文学、

铭文学、徽章学、谱牒学的训练之外,史家还需要掌握历史语言学、历史语义学、

语境分析、文本阐释、对比分析、“E 考据”以及其他多种相关的知识和技能。

当然,所有这些工作的前提,是高度重视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意义,不惜用

极大的心力认真处理史料。 

   

把握主客观平衡 变史料为历史证据 

 

史学工作者面对的史料是相对确定的,历史工作者最基本的要求,是必须尊重摆

放在他面前的基本材料。他终归不能像小说家那样,随意更改结局或者其中的主

要情节。 

 



马征:历史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史料在历史写作时必须转化为“历史证据”,在此

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李剑鸣:史料是证据的来源,从史料向证据的转化要经过复杂的智力和技艺的处

理过程,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因素,或许是问题意识、论述逻辑、证据链和解释路径。

证据虽然源自史料,但只有进入论述过程的史料才是证据,因而证据的产生乃是

史家选择的结果。但是,这种选择受到许多的限制,有许多的禁忌,绝不是随心所

欲的事情。这里不仅要求有高超的研究和写作的能力,而且还牵涉到史德问题。

前人说,选取史料要“精”,意思是作为证据的史料必须是众多材料中最有价值的

部分;又说“孤证不立”,强调的是必须考虑不同证据之间的关联,建立坚实可靠

的证据链;还说不可“抽样作证”,针对的是论点先行、任意取舍的做法,要求合

理对待正面的和反面的证据。 

 

在中外史学史上,证据观念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经典史学相信证据是过去实在

自身发出的声音;现代史学认为证据乃是论述的可信性的基础;而在后现代史学

的语境中,证据只是构成故事的元素,并不是过去实在的证明。不论持何种证据观,

都不能忽略证据的重要性,要写成“信史”,就必须尽一切可能使证据变得“坚不

可摧”。 

 

何建明:史料学不是史料的汇总,而是用现代科学方法来发现、整理、分析和应用

史料的学问或学科。史学研究是研究者在史料学提供充分的历史证据之基础上作

出的科学论断。事实上,在历史研究过程中,没有史料固然不能乱说话,但是,有史

料也并不等于就能够说话。 

 

我们经常说,“让证据说话”。这话听起来好像没有错,甚至会让人觉得这样做就

只有客观证据,不掺杂个人因素,会使历史观念更客观。但是,历史的证据本身并

不能自己说话,而只有研究历史的人才能让它说话,也就是说,是历史研究者凭借



证据阐述历史观念。研究者既是历史学的主体,也是历史的主体。作为历史学的

主体,研究者的学术训练、学术方法以及价值取向,都会影响他凭借历史证据来说

话。比如,就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而言,日本右翼学者就是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

立场,抓住“南京大屠杀没有确切的历史证据证明有三十万中国人被杀”等问题

不放而进行种种诡辩,企图否认大屠杀的历史真相。难道被杀的中国人有二十多

万或超过三十万都不叫大屠杀,只有三十万才叫大屠杀? 

 

历史研究者同时也是历史的主体,因为他是历史中的人,他与研究对象之间总是

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性,这就难免使他对历史的论断有一种如康德所说的先

在认识形式和价值倾向。比如说,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多少都会对其所研究的领域

或对象有一定的兴趣和偏好,不论他是要得出否定或肯定的结论,或是要弄清历

史的真相,得出历史的教训。连最强调史料学和客观史学的傅斯年也不得不承认,

“我们自己以为是有新思想的人,别人也说我们有新思想。我以为惭愧得很。我

们生理上、心理上驮着二三千年的历史”。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主张对中国古代

哲学史的研究“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他说:“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

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

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

他自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

冯友兰先生分析说,这表明陈氏对当时曾、张所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

赞成的。陈寅恪认为我们掌握的史料毕竟是有限的,所以对史料的运用必须十分

谨慎小心,力求贴近历史原貌,而不能凭个人想象随意诠释,同时他也明确意识到

在研究中自身带有的主观性和价值倾向。而带有主观性的历史主体如何在历史研

究中将有限的史料转化为可信的证据,从而使自己的研究更加真实全面地反映历

史,这是他提醒研究者要时刻加以反省思考的重要问题。从陈寅恪本人对道教“真

精神”的理解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追求历史真相的努力:“道教对于输入之思想,

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 

 



总之,我们不能直接将史料当作历史的证据,更不能将史料直接当作历史本身。史

料要成为历史的证据,就必须经过科学的整理和分析,并以其他各种官私材料作

为参考和补充。我们不能让历史证据自己说话,而只能由作为历史学和历史的主

体的我们,站在时代理论的前沿,凭借历史证据,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说出历

史的话语。 

 

 

 

晏绍祥:史料转化为史学的过程中,史学工作者自身当然是关键性的。他的兴趣和

意图,对史料的解释会产生直接的影响,由此产生了克罗齐所谓的“一切真历史都

是当代史”的命题。但需要指出的是,史学工作者面对的史料是相对确定的,历史

工作者最基本的要求,是必须尊重摆放在他面前的基本材料。他终归不能像小说

家那样,随意更改结局或者其中的主要情节。因此,如何在史学工作者本身的主观

性与史料的客观性之间把握平衡,是对一个历史工作者的基本要求。 

 

马征:由此可见,历史写作要避免先入为主地任意取舍和篡改史料。史料的选用不

是研究者主观性的“拼贴游戏”,而是为了探究历史发展规律而获取的确凿的证

据。 

 

审视史料背后的历史“语境” 

 

历史研究者不去认真辨别史料的真伪和可信程度,而是带着某种主观意向随意剪

裁、歪曲史料,以偏概全地妄下论断,或者把私人记录的史料当作历史研究的主要

材料,都会造成对历史真相的遮蔽,这种“无根”的历史研究恰恰是历史虚无主义

的典型做法。 

 

马征:任何史料都不是孤立、静止、片面地存在的,在历史研究中如何将史料的运

用与历史“语境”结合起来,透过历史的表象把握其背后的本质? 



 

李剑鸣:史料要转化为证据,当然离不开史家的解读。前人论学,都强调对史料理

解要准确,运用要恰当;而要做到这一点,就离不开对“语境”的把握。对于具体

的史料而言,其“语境”往往是多重的。首先是“历史语境”,就是这一史料产生

或所涉及的事情发生时的具体情势;其次是“文本语境”,指的是这一史料的“上

下文”或与其他类似“文本”的关系;最后还有“学术语境”,也就是史学界对相

关问题的研究所积累的知识和思想。只有把多重“语境”结合起来,才有可能了

解史料的“原意”;只有在把握“原意”前提下运用史料,才能形成可信的历史解

释。换句话说,仅有史料是无法真正开展研究工作的。 

 

学术界对“语境主义”史学早有质疑,其主要理由是,所谓“语境”不过是由另一

些“文本”所构成的。这样说也并不是毫无道理。史家在重构“语境”时所依靠

的确实是各种相关知识。这告诉我们,要准确而合理地理解和运用史料,就必须尽

可能掌握丰富的相关知识——关于史料产生时代的知识,关于史料所涉之事的知

识,关于学术界相关研究的知识,以及相关学科的知识。研究者在解读具体的史料

时,相关知识越丰富,就越有可能在头脑中对各种信息加以重组和融合,进而形成

有助于看清史料“原意”的透镜。 

 

何建明:历史研究者不去认真辨别史料的真伪和可信程度,而是带着某种主观意

向随意剪裁、歪曲史料,以偏概全地妄下论断,或者把私人记录的史料当作历史研

究的主要材料,都会造成对历史真相的遮蔽,这种“无根”的历史研究恰恰是历史

虚无主义的典型做法。通常我们对史料的真伪鉴别着眼于其所反映的历史事件

(或事实)是真还是假,期望通过史料找到历史事件的真相。而事实上,史料所反映

的历史事件(或事实)并不完全等同于历史的真相。历史事件所呈现的往往是历史

的现象,这种现象也存在着真或假的问题。关键在于,我们能否从历史“语境”中

全面地分析史料。 

 



比如我们今天都很重视的民国档案史料,作为官方的档案,民国档案有许多是记

录各种组织或社团成立的申请和批准材料,也有的是各种民事和刑事纠纷的申诉

和处理材料,当然还有其他各种材料。仅就民国成立的各种宗教社团材料而言,

从民初档案当中,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在政教分离的原则指导之下,当时申请并批

准成立的各种宗教社团是非常多的,给人感觉好像民初的中国宗教界有一种普遍

的现代历史自觉。可是,最后正式成立并能够持续开展活动的社团非常少见,而成

立后昙花一现的社团占了其中的绝大多数。不少宗教社团的成立申请,是为了达

到民国政府要求的成立宗教社团的基本条件而制造了一些实际并不存在的条件。

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宗教社团在得到政府批准成立后只是昙花一现的重要原因。

他们根本没有条件成立现代社团,尤其是许多宗教社团都是因为谁当会长、谁当

秘书长之争而僵持不下,最后不了了之。因此,如果我们只是看了民初宗教社团成

立申请和批准的档案,就以为其中的申请都是真实的,恐怕就只是通过史料了解

了历史事件的表面现象,而没有把握历史背后的真相。 

  

警惕史料运用中的陷阱 

 

既不要因为新材料的新而膜拜它,也不要因为新材料与旧材料存在冲突,或者与

自己的观点相左,就抱着完全拒斥的态度。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尊重史料是基本道

德底线。 

 

 

 

 

马征:中国史学在领域、路径和方法等方面的新变化对于史料的发掘和利用也有

一定的影响,比如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史料问题,史料的“新”与“旧”问题,等

等,这些问题在更新史料研究的同时是否也会带来一些陷阱? 

 



晏绍祥:历史研究的创新通常包含两个方面:新材料的使用和新结论的提出。因此,

新材料的出现当然会深刻影响史学发展。例如在雅典发现的铭文证明克里斯提尼

曾在僭主政治时代担任过执政官,从而有效证伪了希罗多德一直强调的阿尔克麦

翁家族一直是僭主政治敌人的说法,然而即使如此,僭主政治的确是被克里斯提

尼推翻的。在此,新材料固然可以部分地解构旧史料,但事实上它更多地是补充了

历史图景,让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更加全面。因此,既不要因为新材料的新而膜拜它,

也不要因为新材料与旧材料存在冲突,或者与自己的观点相左,就抱着完全拒斥

的态度。 

 

后现代主义强调史料本身的主观性,指出了史料本身带有偏见或者建构的特征,

但这样的观念本身并不新奇,19 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已经在有关史料的讨论

中指出了部分史料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主观性。虽然如此,后现代主义能够从

史学工作者主体的角度,把史料即历史学者观察对象客体本身具有的主观特征作

为一个问题提出,仍有其积极意义。然而,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西方学者产生

了另一种倾向:既然所有的历史,包括史料在内,都是作者建构的结果,因此任何

著述,都带有作者个人的偏见,所以历史也就没有任何真相可言。由此产生了所谓

的解构史料的风气,严重败坏了史学本身具有的科学性,需要我们小心对待。 

 

何建明:最近一些年,学术界比较流行利用新发现的书信和日记进行历史研究,这

固然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也应当注意到书信和日记毕竟是私人记录的史料,并

不能完全反映历史的真实。上世纪 90 年代初,笔者准备写一篇介绍著名历史学家

和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学术贡献和治学精神的文章。张先生曾经对笔者讲过,复

旦大学蔡尚思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石峻教授等著名学者在给他的书信中,多次称

赞他在历史学、文字学和文献学等领域的重要贡献及其数十年如一日的刻苦治学

精神。于是,笔者希望引用这些著名学者的评价。但张先生很严肃地对笔者说,

这些私人信件都难免有溢美之词,不能轻易作为人物评价的历史证据。他还说,

对待史料不要盲从,一定要首先弄清它的真假和是非,对于私人信件和日记的利

用,更要慎之又慎,因为这些材料虽然不见得都是作者刻意去造假,但是,有意回



避一些问题,避重就轻地处理一些问题,对朋友和自己亲近的人多说一些好听或

赞美的话,是人之常情,都是难以避免的。也就是说,对于私人记录的史料,我们不

能简单地拿来当作历史研究的主要材料,更不能作为论述历史的主要证据,但可

以作为补充和辅助材料。 

 

李剑鸣:近几十年来,国内史学在社会史、文化史、民族史、环境史和当代史等领

域取得了突出的进展,与此相应,新的史料也不断被发现,并得到整理和利用。谱

牒、碑铭、地方档案越来越得到重视;书信、日记、账册、笔录、供状等民间材

料,也出现在许多论著的参考文献当中。但从整体上说,中国史学界在史料的保存、

整理和利用方面,还存在许多的局限。大量民间史料流入废品收购站,只有少部分

在化为纸浆之前为有心人所抢救出来;档案解密和查阅制度还不够完善,图书资

料的开放和分享还有待提高。 

 

前辈学者严耕望有一句名言,“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

意思是好的史家不仅不必讲求新材料,而且能用寻常史料写出上乘文章。这的确

道出了某些杰出史家的独到之处,但不能成为反对发掘和利用新材料的根据。事

实上,现代史学的发展同不断发现和利用新材料有莫大的关系。只要有可能,我们

就要用心寻找和使用新材料。当然,在追寻新材料时忽视旧材料,或者对没有新材

料的问题不做探讨,也是另一种偏向。说到底,相对于史料的“新”和“旧”,用

好史料更为关键。使用新材料写出好文章,借助旧材料取得新成绩,都是很不容易

的,也都很有意义。 

 

后现代主义史学并不是不要史料,也不是不讲证据,而只是强调,史料不过是当时

人留下的某种解释,并不指涉过去事件;如果把它们看成过去事件的事实性信息

的载体,就会受到史料“制作者”的误导或欺骗。对于这种说法,多数职业史家都

是不愿接受的,因为它混淆和模糊了当时人记录同后人的记忆或诠释之间的界线,

低估了史学专业技艺的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挑战了史家长期所追求的治史的目

标和意义。不过,反过来看,我们也能从中得到一些警示,在处理史料时,要高度警



惕其中可能存在的各种陷阱,更细致、更审慎地考辨史料,这对于更好地达到求真

的鹄的,肯定是大有益处的。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